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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

时空演变、区域差异及空间收敛
1

郭炳南 王 宇 张 浩

（江苏科技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3）

【摘 要】：数字经济是新时代推动质量变革与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抓手。文章采用熵值法对 2011—2019 年长

江经济带 10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基于核密度估计法、自然间断点分类法和 Dagum 基

尼系数 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和区域差异进行分析，最后利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其收敛趋势。

研究发 现：长江经济带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持续增强，上中下游地区间具有显著的梯级效应；长江经济带数字

经济发展 水平的空间异质性特征突出，总体差异主要源于区域间的差异；长江经济带整体和上中下游地区均存在

绝对β收敛 和条件β收敛，且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但不同地区收敛速度有所差异。

【关键词】：数字经济；时空演变；区域差异；空间收敛；长江经济带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097（2023）04-0024-11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与经济运行的深度融合，全球各国正面临着一场深刻

的信息技术革命，数字经济无疑成为当前最具活力、最具创新力、辐射最广泛的经济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

数字经济发展，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2022 年 1 月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推动数字经济健康

发展，发挥数字经济特征优势，构建数字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也强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

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可以看出，发展数字经济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以及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长江经济带在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我国纵深最长、覆盖面最广、影响最大的黄金经济带，

是事关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更是推动我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区域。针对协同推进长江生态环

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三次亲自主持召开了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座谈会。但

与此同时，长江经济带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经济增长动力仍然处于动态调整转换阶段。在此背景下，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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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益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变革的重要力量。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如何利用数字经济实现长江经济带

的区域联动，打破资源要素流动壁垒，整合发展空间，对于加快实现长江经济带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那么，长

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是否存在空间异质性？如果存在，总体差异来源于哪些方面？更进一步，数字经济未来将呈现何种发展

趋势？通过对长江经济带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深入剖析，甄别出各地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演变趋势，从而为推动长

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协同提升贡献力量。

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较为丰富，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数字经济的核算与规模测度。目前关于数字经

济尚未有统一的衡量方式，相关文献大体上从绝对规模测算和相对水平测算两个角度展开。部分学者将数字经济产业进行统计

分类
[1]
，构建数字经济卫星账户

[2]
或划分数字经济产业活动

[3]
，从而测算其绝对规模；也有学者通过构建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4,5]
，

以此来衡量数字经济的相对发展水平。第二，数字经济的区域差异和演进趋势研究。当前我国数字经济迅速发展，但不同地区

之间发展差异较大，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特征。鉴于此，已有较多文献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和发展趋势进行探讨。

研究方法主要包括 Dagum 基尼系数、泰尔指数、Kernel 密度估计、Markov 链以及莫兰指数等
[6,7]

；而关于研究范围，既有学者从

中国各省份及八大综合经济区的角度展开
[8]
，也有学者聚焦于五大城市群

[9]
和东北地区

[10]
等局部区域考察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异

质性和动态演进趋势。第三，数字经济的影响效应研究。数字经济作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其在

经济领域和环境领域均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一方面，现有文献围绕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
[11]

、区域创新
[12]

、产业结构优化
[13]

和全要素生产率
[14]
等经济福利方面展开研究；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对城市空气质量

[15]
、生态效率

[16]
、绿色技术创新

[17]
和碳排放

[18,19]

等生态环境也具有显著的作用。

综上所述，目前学术界关于数字经济测度和影响效应方面的研究较为丰富，尽管也有部分文献探讨了数字经济的区域差异

和演变趋势，但其关注重点主要以国家、省级层面、东中西三大区域或八大综合经济区等宏观层面为主，对于长江经济带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的探讨相对不足。目前，城市已经成为承载各类资源要素的空间载体，长江经济带也是新时代我国重要的战略性

区域，因此深入探讨长江经济带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区域差异和收敛趋势，对于该地区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鉴于此，本文从互联网发展状况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等两个层面来构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测算

2011—2019 年长江经济带 108 个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对其时空演进特征、区域差异和空间收敛进行探讨，以期为推动长

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在于：(1)在研究视角上，以往研究主要基于全国层面，或者将其分为东中西、八大综合经济区等，而

本文考虑长江经济带在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中的关键地位，将研究尺度聚焦于城市层面，并从长江经济带空间角度来考察其时序

演变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该领域研究的不足；(2)在研究内容上，以往研究多关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分析，而本文

在对长江经济带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算的基础上，采用 Dagum 基尼系数及分解法对其区域差异进行了系统分析，从而为推

动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提供政策启示；(3)在研究方法上，考虑区域间普遍存在空间依赖性，本文将地理空间

因素纳入β收敛分析，进一步探究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效应及其对收敛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指标体系构建

目前学术界关于数字经济的衡量方式主要包括规模测算以及综合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而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多集中于

国家和省级层面。本文在借鉴赵涛等（2020)
[11]
研究的基础上，并综合考虑城市层面数据的可得性、可靠性和连续性，构建数字

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具体而言，本文构建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包含互联网普及率、相关业务产出、行业从业人员、移动电

话普及率以及数字金融发展等五个方面，具体指标含义见表 1 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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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测度指标体系

目标层 系统层 指标层 指标属性

数字经济

发展水平

互联网普及率 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 正

相关业务产出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正

行业从业人员
计算机和软件行业从业人员

在城镇单位从业人员中占比
正

移动电话普及率 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 正

数字金融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正

（二）研究方法

1. 熵值法

本文借鉴邓宗兵等（2020)
[20]
的做法，采用熵值法对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该方法的优点在于，熵值法是

根据指标数据的具体情况确定权重大小，从而可以避免主观赋权法所导致的随机性和臆断性问题，得到的权重更加科学合理。

具体步骤如下：

(1）对指标无量纲化处理。对指标分别进行正向和负向无量纲化处理。

正向指标：

负向指标：

其中：Xij 为第 i个城市的第 j项指标；i=1,2,⋯,n;j=1,2,⋯,m。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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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构建规范化矩阵。计算公式为：

(3）计算第 j 项指标的熵值。计算公式为：

其中， 。

(4）计算信息熵冗余度。计算公式为：

(5）计算指标权重。计算公式为：

(6）计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计算公式为：

2. Kernel 密度估计方法

作为一种非参数估计方法，Kernel 密度估计无需提前假设数据分布的形式，仅使用样本数据就能描述其分布特征，具有较

强的稳健性。Kernel 密度估计可以直观揭示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分布动态演进规律。本文以长江经济带城市数字经济发

展水平的测算结果为基础，采用高斯核函数并通过考察曲线的中心位置、形状及其延展性从而揭示长江经济带城市数字经济发

展水平的时序演变特征。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密度函数如式（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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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 表示观测值的个数；Xi 表示独立同分布的观测值；x 表示平均值；h 表示带宽，带宽越小则估计的精确度越高；K

表示核函数。本文选用较为常用的高斯核函数，具体表达式为：

3. Dagum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法

本文基于 Dagum(1997)
[21]
提出的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进行刻画，其能够克

服数据重复问题，从而准确呈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发展差异及来源。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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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G为总体基尼系数，表示 108 个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k 为划分区域的个数；n为城市的数量；j、h为区域

k的内集；yji(y hr)则为第 j(h）区域中 i(r）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Gjj表示第 j个区域的基尼系数；Gjh 表示区域 j和

区域 h 之间的基尼系数；总体基尼系数可以分解为区内差异贡献（Gw）、区间净值差异贡献（Gnb）以及超变密度差异贡献（Gt);Djh

表示 j、h区域之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影响；djh表示区域 j、h之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值，即 yji-yhr>0 的样本值加

总的数学期望；Pjh 表示区域 j、h中所有 yhr-yji>0 的样本值加总的数学期望；Fj(F h)表示第 j(h）个区域的累积密度分布

函数。

4. 空间β收敛模型

β收敛是从增量的角度考察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收敛特征。β收敛主要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城市具有更快

的增长速度，最终城市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趋于收敛，可以分为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两类。绝对β收敛是指在假定

各地区资源禀赋条件完全一致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城市具有更快的增长速度，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

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终会收敛于相同的水平；条件β收敛则是指由于城市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创新以及政府干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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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条件的不同，各城市呈现出不同的收敛特征，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会收敛于各自的稳态水平。考虑不同地区之间可能具有空

间依赖性，因此使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β收敛进行检验。表达式为：

其中： 表示第 i 个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第 t+1 期的增长率；deii,t+1 表示 t+1 期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deiit 表示 t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Xit表示控制变量；Wij 表示空间权重矩阵；β表示收敛系数，若其显著为负，则表明

存在收敛，且收敛速度可表示为 ;T 为时间阶段；φi 表示城市固定效应；γt表示年份固定效应；εit 为

随机扰动项。

在构建条件β收敛模型时，本文通过参考万晓榆和罗焱卿（2022)
[22]
、李英杰和韩平（2022)

[23]
的研究，选择了科技创新、

政府干预、金融发展、互联网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控制变量。科技创新（patient）用每万人专利授权数来表示；政府干预

（gov）用地方财政支出与 GDP 之比来表示；金融发展（finance）用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 GDP 之比来表示；互联网水

平（internet）用国际互联网用户数与地区年末总人口之比来表示；经济发展水平（pgdp）用地区人均 GDP 表示。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 2011—2019 年长江经济带 10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首先对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

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区域差异和空间收敛。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部分地级市统计年报以及 EPS 数据库，

其中数字金融水平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集团共同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24]

，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进

行处理补充。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2 所列。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dei 963 0.120 0.065 0.029 0.390

patient 963 12.831 19.080 0.059 139.255

gov 963 0.192 0.082 0.029 0.675

finance 963 2.702 2.139 0.000 18.089

internet 963 0.212 0.159 0.024 1.489

Inpgdp 963 10.692 0.590 9.091 1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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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

为准确甄别长江经济带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基于熵值法，对 2011—2019 年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

测算，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展开论述。

（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时序演变特征

基于中心对称的原则，本文选择 2011 年、2013 年、2015 年、2017 年和 2019 年为观测时点，使用 Stata 软件构建了高斯核

密度二维分布图，通过其分布位置、形态、延展性和极化现象来刻画长江经济带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如图 1

所示。

整体来看，长江经济带 2011—2019 年 108 个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分布动态存在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从分布位置来看，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分布曲线整体向右移动，表明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第二，考察期内主峰的高度经历了

“上升—下降”、宽度也呈现“变窄变宽”的趋势，同时右拖尾延展拓宽，说明长江经济带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

持续扩大；第三，考察期内主峰数量只有一个，尽管存在多个侧峰，但并不明显，据此推断长江经济带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呈现轻微的多极分化现象。

从分布位置来看，长江经济带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区的分布曲线均呈现右移趋势，其中，上游和下游地区的曲线中心位置

有较大的移动幅度，而中游地区曲线中心位置移动幅度较小。这表明 2011—2019 年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

整体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但中游地区提升幅度较小。从分布形态来看，上游地区的主峰高度呈现“下降上升，再下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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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的趋势，主峰宽度持续拓宽；中游地区的主峰高度不断下降，主峰宽度无明显变化；而下游地区的主峰高度呈下降趋势，

主峰宽度先变宽再变窄，但整体呈扩大趋势。这表明上游和下游地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变大，中游地区的离散

程度变化较小。由此可以看出，各地区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尚未形成稳定状态，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

从分布延展性来看，上中下游地区均具有明显的右拖尾现象，其中上游地区经历了“拓宽—收敛”，中游和下游地区经历

了“拓宽—收敛—拓宽”的态势，但整体上来看上游和中游地区呈拓宽趋势，而中游地区略微收敛。这表明上游和中游地区数

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与平均差距逐渐扩大。从极化现象来看，上游地区的分布曲线表现为多峰分布状态，由一个主峰和多

个侧峰组成；中游地区呈现双峰分布状态，由一个主峰和一个侧峰构成；同时上游和中游地区分布曲线的侧峰峰值显著低于主

峰；而下游地区呈现单峰分布状态，右侧有一些不太明显的凸起。综合来看，长江经济带上游和中游地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在不断提高的同时，也逐渐趋向于多极演变；而下游地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差异不大，并未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

（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

为进一步明确刻画长江经济带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本文选择 2011 年、2014 年、2017 年和 2019 年为代

表，利用 Arc GIS 软件并基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值将其划分为低水平、中低水平、中等水平、中高水平和高水平城市等

五种城市类型
①
。从图 2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下游最高、中游次之、上游最低的非均衡阶梯式分

布状态，高水平主要集中在下游地区，这与当地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密切相关；中游地区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优于上游，但与下游相比差距仍然较大。整体来看，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城市之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差异，区

域内部的分布也表现出不同的状态。

在上游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高水平和中高水平城市主要包括成都、昆明、贵阳和重庆等，这些城市均为省域中心城市，而

周边其他城市与其相比具有显著差异，呈现典型的“中心—外围”现象。主要原因在于中心城市对于周边地区具有集聚效应，

导致周边地区各种资源要素向中心城市聚集，抑制了邻近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在成渝城市群内部极化现象更为凸显，成都和重

庆形成了“双核独大”。2011—2019 年，尽管成都和重庆附近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大提升，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成渝

“双核独大”的局面。与此同时，贵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原因可能在于贵州省率先建设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通过发

展大数据相关产业，深入挖掘数据要素潜能，从而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中游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主要是武汉、长沙、南昌和合肥等省会城市，其中武汉市发展水平最高。该区

域内其他中等、中低水平城市围绕在这些省会城市周边，表现出明显的层级分化现象。但整体上来看，中游地区城市数字经济

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上游地区。在样本考察期内，中高和中等水平城市有较多增加，整个区域内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有所

缩小。

在下游地区，由于区位优势以及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创新活动较为活跃，主要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属于长江

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2011—2019 年，该区域内城市之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有所缩小，但城市数字经

济发展水平仍处于持续提升状态。其中，上海、南京和杭州表现较为明显，彰显出下游地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前进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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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分析

上文描述了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布格局，为进一步考察和解释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

及演变趋势，本文采用 Dagum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法进行测算，结果见表 3 所列。

表 3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结果

年份 总体
区域内差异 区域间差异 贡献率（％）

上游 中游 下游 上中 上下 中下 区域内 区域间 超变密度

2011 0.271 0.236 0.196 0.175 0.230 0.390 0.330 25.475 58.570 15.955

2012 0.267 0.252 0.203 0.178 0.237 0.350 0.323 26.977 51.364 21.659

2013 0.286 0.256 0.201 0.216 0.243 0.398 0.346 26.148 55.187 18.665

2014 0.280 0.255 0.199 0.225 0.240 0.387 0.335 26.884 52.697 20.419

2015 0.277 0.248 0.205 0.227 0.237 0.379 0.331 27.485 51.038 21.477

2016 0.266 0.240 0.189 0.208 0.222 0.371 0.324 26.579 53.155 20.266

2017 0.271 0.244 0.194 0.205 0.225 0.365 0.338 26.342 51.936 21.722

2018 0.261 0.236 0.193 0.210 0.219 0.347 0.318 27.411 50.169 22.421

2019 0.259 0.215 0.199 0.200 0.211 0.353 0.320 27.222 53.372 19.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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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及区域内差异

图 3 刻画了 2011—2019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及区域内基尼系数的演变趋势。在样本考察期内，总体基

尼系数呈现不规则的发展态势。其中，2011—2013年呈现波动上升趋势，总体基尼系数由2011年的0.271上升至2013年的0.286，

涨幅为5.54%;2013—2017年总体差异呈现阶梯状下降态势，总体基尼系数由2013年的0.286下降至2016年的0.266,2016—2017

年总体基尼系数有小幅度反弹；2017—2019 年又呈现持续下降趋势，累积降幅为 4.43%。这表明，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总体差异呈下降趋势。从上中下游地区来看，在样本考察期内，上游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基尼系数大致呈现“M”型的变化

趋势，基尼系数由 2011 年的 0.236 下降至 2019 年 0.215，降幅为 8.89%；中游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尼系数变化较为平缓，

基尼系数由 2011 年的 0.196 上升至 2019 年的 0.199，涨幅为 1.53%；下游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尼系数变化趋势与中游地

区类似，基尼系数由 2011 年的 0.175 上升至 2019 年的 0.200，涨幅为 14.29%。这表明长江经济带中游和下游地区数字经济发

展的差异有所扩大，而上游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差异小幅度下降。

（二）区域间差异

图 4 呈现了 2011—2019 年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地区间的差异及演变特征。整体上来看，在考察期内，上中游、上

下游和中下游地区间的差异均呈现缩小的态势。上中游和中下游地区间的区域差异变化幅度较为平缓，而上下游地区间的差异

波动幅度较大。其中，上中游地区间的基尼系数由 2011 年的 0.230 下降至 2019 年的 0.211，平均每年下降 8.26 个百分点；上

下游地区间的基尼系数由 2011 年的 0.390 下降至 2019 年的 0.353，平均每年下降 9.49 个百分点；中下游地区间的基尼系数由

2011 年的 0.330 下降至 2019 年的 0.320，平均每年下降 3.03 个百分点。从不同地区间的差异来看，上中下游地区间的基尼系

数存在“上下>中下>上中”的顺序，上中游、上下游和中下游地区间的基尼系数平均值分别为 0.229、0.371 和 0.330。可以看

出，在考察期内上下游地区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上中游和中下游地区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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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差异来源及贡献

图 5 展示了 2011—2019 年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来源及贡献。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区

域内贡献、区域间贡献以及超变密度贡献呈现平稳变化趋势，无较大幅度波动。从贡献率大小来看，区域间差异的贡献率均值

为 53.05%，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其次是区域内差异，其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为 26.73%；而超变密度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仅

为 20.22%。从差异贡献率的动态变化来看，尽管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最大，但其呈现下降趋势。具体而言，区域间

的贡献率从 2011 年的 58.57%下降至 2019 年的 53.37%，年均降幅为 8.87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区域内和超变密度贡献率呈现

波动式上升的趋势，分别从2011年的25.48%和15.96%上升至2019年的27.22%和19.41%，年均增幅分别为6.83个百分点和21.62

个百分点。总体而言，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差异主要是由于地区之间的差异造成的，其次是地区内部经济发展不

平衡所导致的，因此需要进一步促进各地区数字经济协调发展。

五、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收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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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揭示空间因素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收敛性的分析，首先，本文通过测算 2011—2019 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全局

莫兰指数以及绘制 2011 年、2014 年、2017 年和 2019 年的局部莫兰散点图，揭示其空间相关性；其次，通过建立空间杜宾模型，

实证检验长江经济带整体及上中下游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存在β收敛。

（一）空间相关性检验

在使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β检验之前，本文采用全局莫兰指数考察了长江经济带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全局空间相关性，具

体结果见表 4 所列。可以看出，考察期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全局莫兰指数介于 0.274～0.365 之间且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

明长江经济带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特征，即数字经济发展会受到相邻城市的影响，数字经济发展较好的与较

好的相邻，而发展较差的城市也聚集在一起。从变化趋势来看，尽管考察期内全局莫兰指数呈现波动下降趋势，但仍然保持在

0.274 之上，表明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

表 4 2011—2019 年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 Moran′s I 指数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Moran's I 0.365 0.308 0.296 0.288 0.274 0.314 0.296 0.285 0.289

Z 值 11.158 9.479 9.186 8.910 8.511 9.666 9.133 8.817 8.931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全局莫兰指数反映了长江经济带邻近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存在集聚效应，但并不能展示空间集聚的局部形式，而莫兰散点图

正好可以反映空间集聚的局部特征。为了更加直观地揭示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集聚形式，本文绘制了长江经济带 108

个城市在 2011 年、2014 年、2017 年和 2019 年的局部莫兰散点图（见图 6）。局部莫兰散点图的横坐标表示标准化的城市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纵坐标表示标准化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滞后值，并以两者的平均值为中心轴，将该图划分为 H-H 集

聚、L-H 集聚、L-L 集聚和 H-L 集聚四个象限。其中，H-H 集聚和 L-L 集聚表示的是空间正相关，而另外两种集聚则表示空间负

相关。

从图 6的局部莫兰散点图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绝大多数城市均位于 H-H 集聚和 L-L 集聚板块。其中，上海、江苏、浙江

和安徽部分城市位于 H-H 集聚板块，而湖北、湖南、四川、江西、贵州和云南这些省份的城市则主要位于 L-L 集聚板块。总体

上形成了以长江经济带下游为主的高水平数字经济发展区域、中游和上游两个低水平发展区域。同时，在考察期内，数字经济

发展水平的局部空间集聚模式并未发生明显改变，空间相关性较为稳定。2011—2019 年，仅有少数城市发生跃迁，数字经济发

展水平较高和较低的地区在地理空间上仍保持原有的集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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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敛模型检验

在考虑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空间效应的基础上，本文进行了空间杜宾模型适用性检验，结果见表 5 所列。绝对β收

敛和条件β收敛的 LR 检验和 Wald 检验都表明拒绝 SDM 模型简化为 SEM 和 SLM 模型的原假设，证明了使用 SDM 模型是恰当的，

而 Hausman 检验表明应该控制固定效应。综合考虑，本文选择时空双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β收敛分析。

表 5 空间杜宾模型适用性检验

检验类型
绝对乃收敛 条件乃收敛

统计量 P值 统计量 P值

Wald_spatial_lag 155.95 0.000 15.05 0.010

LR_spatial_lag 141.99 0.000 14.94 0.021

Wald_spatial_error 43.96 0.000 11.84 0.066

LR_spatial_error 48.97 0.000 12.88 0.045

Hausman Test 433.14 0.000 393.17 0.000

（三）绝对β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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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报告了样本考察期内长江经济带整体及上中下游地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β收敛检验结果。首先，从长江经

济带整体来看，收敛系数β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整体上存在绝对β收敛现象，且

收敛速度为 0.136。这也就是说在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科技创新、政府干预、金融发展、互联网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其他影响

因素相似的情况下，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终会收敛于同一稳态水平，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城市其增长速度更快。其次，

从区域层面来看，收敛系数在上中下游地区均显著为负，说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三个地区均存在绝对β收敛现象。进一步对

收敛速度进行计算可以发现：上游地区最大，达到 0.178；下游地区次之，为 0.130；中游地区最小，仅为 0.101。由此说明，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下游地区和最低的上游地区其收敛速度相对较快，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居中的中游地区具有较慢的收

敛速度。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上游地区和下游地区主要位于 H-H 集聚或 L-L 集聚板块，而中游地区则更多分布于 L-H 集聚或 H-L

集聚板块。与此同时，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受到科技创新、政府干预、金融发展、互联网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时，

其收敛性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变化，因此有必要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条件β收敛展开进一步检验。

表 6 绝对β收敛检验结果

指标
整体 上游 中游 下游

(1) (2) (3) (4)

6
-0.705***

(-21.23)

-0.798***

(-12.51)

-0.594***

(-12.62)

-0.689***

(-10.50)

Wlndei
0.103

(0.90)

0.0348

(0.16)

-0.152

(-0.81)

0.852***

(3.24)

P
0.111***

(3.36)

0.007***

(4.25)

0.190***

(4.51)

0.116***

(3.72)

R2 0.328 0.259 0.324 0.206

logL 758.616 141.413 437.548 261.313

收敛速度 0.136 0.178 0.101 0.130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值。下同

（四）条件β收敛

表 7 报告了样本考察期内长江经济带整体及上中下游地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条件β收敛检验结果。可以看出，长江

经济带整体以及上中下游地区收敛系数β在符号上与表 6 一致，且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进一步计算收敛速度可以发现，长江

经济带整体的收敛速度为 0.139，比绝对β收敛时高 0.003。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区的收敛速度分别为 0.244、0.115、0.143，

均高于绝对β收敛时的速度，并且上游地区最快，下游地区次之，中游地区最慢。这表明在综合考虑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本身的影响因素以及整个经济体的传导因素之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收敛速度也会随之改变。

表 7 条件β收敛检验结果

指标
整体 上游 中游 下游

⑴ （2） ⑶ ⑷

6
-0.715***

（-21.23）

-0.889***

（-12.45）

-0.644***

（-13.22）

-0.725***

（-8.18）

Wlndei
0.0143

（0.11）

-0.242

（-0.87）

-0.260

（-1.28）

0.916*

（1.87）

控制变量 Y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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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空间 滞后项 Y Y Y Y

P
0.111***

（3.36）

0.093***

（4.65）

* 0.221*

（1.75）

0.097***

（3.52）

R2 0.328 0.255 0.347 0.211

logL 764.833 149.190 452.962 272.151

收敛速度 0.139 0.244 0.115 0.143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当前数字经济正在蓬勃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已经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目前，相关研究文献

主要聚集于全国层面，缺乏针对长江经济带的具体分析。本文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研究一方面从全国角度转移至长江经济

带角度，另一方面从省份层面缩小到更加微观的城市层面。基于 2011—2019 年长江经济带 108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本文利用自

然间断点分类法、Kernel 密度估计方法、Dagum 基尼系数以及空间β收敛等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

演变特征、区域差异和空间收敛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第一，从时空演变特征来看，在考察期间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由下游到上游梯次递减的趋势；与此同

时，上中下游地区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逐渐提高，其中上游和下游提升幅度较大。第二，从空间差异及分解来看，考察

期内，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呈下降趋势，而区域间差异作为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在样本期内上中游、上

下游和中下游地区之间的差异均不断缩小。由此可见，缩小区域间差异才是解决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异质性问题

的关键。第三，从空间相关性来看，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主要集中在一、三象限。第四，

从收敛特征来看，长江经济带整体及上中下游地区均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与此同时，上中下游地区的收敛速度具有

异质性，上游收敛速度最快，下游次之，中游最慢，且在考虑相关影响因素的情形下收敛速度有所加快。研究结论为长江经济

带利用数字经济加快资源要素互联互通、转换经济增长动力、实现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推动长江经济带整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城市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进行。

在数字产业化方面，可以在长三角地区、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立以电子器件、信息通信、集成电路、新型

显示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大力发展 5G、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新型数字产业领域，实现以点

带面，推动整体数字经济水平提升；在产业数字化方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数字经济与微观企业的结合，推动企业

智能化、数字化转型，从而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深度和广度，将互联网和先进制造业结合起来，提升全产业链资源

要素配置效率。

第二，在全局框架下，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与联系，缩小地区间的差异。数字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互联网发展状况以及网络

基础设施等关键因素，因此想要缩小区域间数字经济发展的差距，就必须完善中下游地区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

互联网普及。此外，可以在长三角、成渝等重点区域以及部分能源丰富、气候适宜的地区布局大数据中心国家枢纽节点，节点

内部优化网络、能源等配套资源，引导数据中心集群化发展。同时进一步加强上中下游地区的协同联动，推进网络互联互通，

打破行政壁垒，从而有序推动下游地区的人才、资金和技术等高端生产要素向中上游地区流动，提高跨区域资源整合能力，使

上中下游地区间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格局。

第三，注重长江经济带地区内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均衡性。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差距还体现在地区内部的城市之间，

促进数字经济协调发展不仅要统筹地区间，还需要统筹地区内部不同城市的协调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地区发展的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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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从土地、补贴、政策等传统要素转变为数据、场景、市场等新要素。经济运行的在线化、数字化进程加快，将加速产业要

素自由流动，减少对自然资源、智力资源、物理枢纽等传统要素的依赖，从而破除经济发展的空间壁垒，推动城市发展区位“分

布式”拓展，这将为偏远地区、欠发达地区带来加快集聚的产业资源，实现高效发展的新机遇。与此同时，充分发挥中心城市

的辐射带动作用，积极鼓励周边城市承接中心城市非核心功能的疏解，利用中心城市的资源和技术带动自身城市数字经济发展

水平提升，从而缩小地区内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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